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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假新闻的传播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假新闻分享的心理机

制及有效的干预策略。研究采用文献梳理与理论整合方法，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展开分析。结果表明：

假新闻分享受准确性辨别力缺失、社交媒体诱导的准确性忽视与新闻效价驱动的动机性推理的影响；记

忆更新的关键在于整合编码与基于回想的提取过程，纠正效果受信息可信度、个体认知资源等因素调节；

干预需构建反应性纠正、前瞻性接种、技术赋能体系。结论指出：未来研究应聚焦整合性干预模型构建，

深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假新闻传播规律，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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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popularity of social media,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has become a global social 
issue.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fake news sharing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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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the study is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ke news sharing is influenced by insufficient accuracy discernment, accuracy inattention in-
duced by social media, and motivated reasoning driven by news valence; the key to memory updat-
ing lies in integrative encoding and recollection-based retrieval processes, with the correction ef-
fect modulated by factors such as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and individual cognitive resources; inter-
vention needs to construct a system consisting of reactive correction, proactive inoculation, and 
technical empowerment. The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construct-
ing integrated intervention models, further explore the dissemination rules of fake news in the Chi-
nese cultural context, so as to provide more soli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clean and upright cyber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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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迭代与移动智能终端的全面普及，社交媒体已深刻重塑了公众的信息获取方

式与社会交往模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持续增长，网络空间已成为

思想观点与社会舆论发酵的主阵地。然而，这一传播环境在赋予个体表达自由的同时，也为虚假信息的

滋生与扩散提供了温床。假新闻(Fake News)，通常被定义为那些为了政治或经济利益而故意制造的、在

形式上模仿主流新闻媒体但内容完全虚假的信息(Lazer et al., 2018)。与传统谣言相比，假新闻具有更强的

伪装性和欺骗性，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的病毒式传播。 
当前，假新闻的泛滥已成为全球性的严峻挑战，甚至被学者称为数字时代的“信息流行病”。有研

究者对推特(Twitter)大数据的研究发现，假新闻在传播速度、深度和广度上均显著超过真实新闻，且这种

传播优势并非主要由机器人驱动，而是源于人类用户的行为偏好(Vosoughi et al., 2018)，但该研究仅基于

单一社交平台数据，缺乏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类型社交平台的普适性验证，其结论的推广范围存在局

限。假新闻的危害不仅在于误导公众认知，更在于其对社会信任基石的侵蚀(van der Linden et al., 2020)。
因此，探究假新闻传播的深层机制并寻求有效的治理路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科学议题。 

尽管技术层面的算法过滤和人工事实核查是治理假新闻的重要手段，但心理学视角的介入对于理解

个体层面的传播动机至关重要。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假新闻的传播并非仅因受众缺乏知识，更与其

认知加工模式密切相关。Pennycook & Rand (2021)提出的“准确性忽视”假说指出，社交媒体的设计特征

往往会分散用户的注意力，使其在分享信息时优先考虑社交反馈(如点赞、评论)而非信息的真实性，该假

说虽得到多项实验支持，但实验场景多为实验室模拟，与真实社交场景中用户的多元动机存在差异，生

态效度有待提升。此外，当虚假信息一旦被个体编码进入记忆系统，即便随后接受了纠正信息，原有的

错误记忆仍可能持续影响人们的推理与判断，这种“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CIE)为
辟谣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认知阻力(Lewandowsky et al., 2012)。 

纵观现有文献，虽然西方学界在假新闻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但仍存在显著的局限性。首先，

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西方的政治性假新闻，而对中国文化背景下泛滥的社会民生类、健康养生类假新闻的

关注不足。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在面对假新闻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动机偏好与情绪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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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网民在分享行为中可能更受新闻效价与面子文化的影响(陈婉婷，2024)。其次，关于假新闻纠正

的记忆机制仍存在学术争议，特别是关于“重提假新闻”是否会导致“熟悉度逆火效应”(Familiarity 
Backfire Effect)或是促进整合编码，学界尚未达成共识(Kemp et al., 2022)。此外，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断研

究设计，难以揭示假新闻传播与纠正的长期动态过程，且部分研究样本存在单一化问题，导致结论代表

性不足。 
鉴于此，本文旨在基于认知心理学前沿视角，系统梳理假新闻分享的心理机制及干预策略。探讨影

响分享意愿的核心因素，分析准确性辨别力缺失与动机性推理的交互作用；深入剖析记忆更新在纠正假

新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特别是回想与冲突检测的作用；评估现有的干预措施，如事后纠正、预先驳斥

及准确性提示的有效性与边界条件。本研究期望通过整合现有理论与实证证据，为构建符合本土特征的

网络虚假信息治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2. 假新闻分享的心理机制 

理解个体为何分享假新闻是制定干预策略的前提。目前的理论主要集中在能力缺失、注意力分配以

及动机性偏好三个方面。 

2.1. 准确性辨别力与准确性忽视 

准确性辨别力(Accuracy Discernment)是个体在复杂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区分真实新闻与虚假新闻的核

心认知能力。经典推理理论(Classical Reasoning Account)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分享假新闻，主要是因为缺

乏足够的分析性推理能力，即表现为“认知吝啬者”(Cognitive Miser)，倾向于依赖直觉而非深思熟虑来

处理信息(Bago et al., 2020)。研究显示，分析性思维能力较弱的个体确实更难发现假新闻的逻辑漏洞，约

有三分之一的用户因无法有效识别内容的真实性而将其误认为是事实并进行传播(Pennycook & Rand, 
2021)，但该理论过于强调个体认知能力的绝对差异，忽视了情境因素对辨别行为的动态影响，且部分研

究发现高认知能力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也会出现辨别失误，解释能力存在局限。此外，重复接触虚假信息

会导致“虚幻真相效应”(Illusory Truth Effect)，即信息的熟悉度被人脑错误地加工为准确性的信号，使

得个体在无意识中接受并传播了谣言(Fazio et al., 2015)，不过，该效应的强度受信息类型、呈现频率等多

重因素调节，现有研究尚未明确其在不同类型假新闻中的普适性。 
然而，仅归因于能力不足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许多具有较高认知能力的个体仍会分享假新闻。

Pennycook 和 Rand 提出的“准确性忽视”(Inattention Account)模型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该

理论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非有意传播谎言，也并非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而是受到社交媒体

环境设计的干扰，社交平台通常强调快速浏览、情感互动和即时反馈，如点赞、转发数，这种环境诱导

用户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优先分配给社交目标而非准确性目标。实证研究表明，当用户处于默认的社交

媒体浏览模式时，其准确性判断与分享意愿之间的相关性显著降低；而一旦通过微妙的提示将用户的注

意力重新聚焦于“这条新闻是否真实”，他们对假新闻的分享意愿便会大幅下降，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的

群体中均具有稳健性(Pennycook et al., 2021)。这进一步证实，并非不能辨别，而是未去辨别，是导致假新

闻泛滥的关键症结，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未能充分解释为何部分用户在接受准确性提示后仍会分享假

新闻，且对提示的时效性、呈现方式等影响因素探讨不足。 

2.2. 动机推理与新闻效价 

除了认知能力与注意力分配的限制外，动机因素在分享决策中扮演着更为隐蔽且强大的角色。动机

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理论认为，人类的信息加工过程并非总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深受既有信念、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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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和情感偏好的驱动。在这一框架下，分享新闻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一种身份信号的展示

(Brady et al., 2020)，该理论虽能解释部分分享行为的主观性，但现有研究多为相关性分析，难以确立动机

与分享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且对不同动机的区分与测量仍存在方法论争议。 
在西方相关研究中，群体立场倾向被认为是驱动假新闻分享的重要因素，个体倾向于分享那些符合

自身群体立场的消息(Brady et al., 2020)。但这类研究多基于西方特定社会语境，其结论难以直接套用于

中国场景。然而，陈婉婷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的动机图谱。在中国，新闻的群体立场驱

动效应相对较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效价对分享行为的显著调控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网民在进行印象

管理时，表现出明显的积极性偏好：为了塑造积极、乐观、充满正能量的个人社会形象，个体更倾向于

分享积极效价的新闻(陈婉婷，2024)。不过，该研究样本集中于年轻网民群体，对中老年群体的动机偏好

探讨不足，且未考虑不同平台的场景差异对效价偏好的影响。 
这种效价偏好在心理机制上往往通过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当面对一条内容积极但真实性存

疑的新闻时，个体可能会产生一种道德许可，认为分享这种能够鼓舞人心或带来希望的信息，即便不完

全准确，在道德上也是可接受的，甚至是利他的(Effron & Miller, 2011)。相反，消极效价的假新闻往往引

发焦虑或恐慌，虽然也可能因负面偏向而被关注，但在分享决策上，用户会更加谨慎以避免因传播恐慌

而受损形象，然而，现有研究对道德许可效应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且

对不同类型积极效价假新闻的道德判断差异缺乏深入分析。因此，在中国社交网络语境下，准确性往往

会让位于效价带来的情感满足与社会奖赏，这种动机与认知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假新闻传播的独特心理机

制。 

3. 纠正与记忆的认知机制 

当假新闻已经传播并形成记忆后，如何通过纠正更新记忆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

及错误记忆的抑制与真实信息的编码，还受到个体认知资源、信息加工深度及外部情境线索的多重调节，

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错误信息激活与纠正信息巩固的关系。 

3.1. 熟悉度逆火与整合编码 

在纠正假新闻时，是否应该重提原有的错误信息一直存在争议。早期的“熟悉度逆火效应”(Familiarity 
Backfire Effect)观点认为，重复提及假新闻会增加其熟悉度，而熟悉度往往被误归因为真实性——尤其当

个体处于认知负荷较高或浅加工状态时，这种熟悉性启发式会主导判断，从而削弱纠正效果(Lazer et al., 
2018)。例如，过度复述错误信息细节的辟谣内容，短期内并未降低受众对谣言的信任度(Yang et al., 2022)，
但这一效应的实证证据并不一致，部分研究未能重复验证该效应，且其发生条件尚未明确界定，存在方

法论争议。 
然而，最新的研究提出了“整合编码”(Integrative Encoding)观点，为合理提及错误信息提供了理论

支撑。Kemp et al. (2022)的实验发现，当个体在阅读纠正信息时能够成功回想起之前的假新闻细节，并检

测到两者之间的冲突时，这种共同激活有助于将纠正信息与错误信息形成关联表征，进而促进记忆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整合编码的效果存在个体差异，高认知需求特质的个体更易通过冲突检测实现记忆整合，

而低认知卷入者则更易受熟悉度逆火效应影响(Johnson et al., 2023)。但该研究的实验材料多为中性信息，

对于情感色彩强烈的假新闻，整合编码的效果是否依然成立仍需验证，且其对纠正信息呈现顺序、呈现

时长等外部因素探讨不足。 

3.2. 回忆基础的提取作用 

记忆更新的效果取决于提取过程的性质，这一机制在持续影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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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持续影响效应指错误信息被纠正后，仍持续影响个体推理判断的现象(Ecker et al., 
2020)，其核心成因在于提取阶段的加工差异：如果个体仅依赖熟悉感进行快速提取，错误信息的语义表

征会优先激活，进而干扰真实信息的提取与使用；但如果能够启动基于回想(Recollection)的提取过程，即

明确回忆起“该信息已被纠正”的情境细节、纠正来源可信度及逻辑依据等元记忆信息，那么重提错误

信息反而能通过对比强化真实信息的记忆痕迹(Vosoughi et al., 2018)。现有研究对持续影响效应的机制探

讨多集中于实验室情境，对真实传播场景中多源信息干扰下的效应变化缺乏关注，且对不同年龄群体的

效应强度差异解释不足。 
有效的纠正策略不应回避错误信息，而应设计能触发冲突检测和深层加工的机制，例如在纠正内容

中明确标注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的冲突点、提供可验证的证据来源，或通过提问引导受众主动回忆纠正

情境(Chan et al., 2017)。此外，提取练习效应也能增强纠正记忆的稳定性，间隔性地让受众回忆纠正信息

的核心要点，可显著提升真实信息在后续推理任务中的提取优先级(Carpenter, 2020)。 

3.3. 纠正有效性的调节因素 

纠正信息的记忆整合效果并非单一机制作用的结果，还受到多重因素的调节，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

纠正策略的实践价值。从信息特征来看，纠正内容的可信度是基础：由权威机构(如科研院校、官方媒体)
发布的纠正信息，其来源可信度会激活个体的系统性加工动机，显著提升整合编码的成功率(Yang et al., 
2022)；而采用命令式、高情绪唤醒语气的纠正内容，反而会引发防御性认知反应，削弱纠正效果(Lee et 
al., 2021)，现有研究对“权威来源”的界定较为模糊，不同群体对权威来源的认知存在差异，且对纠正语

气的量化研究不足，难以明确最优语气标准。 
从认知特征来看，工作记忆容量与知识背景是关键调节变量。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个体，更能同时

激活错误信息与纠正信息并完成冲突整合(Johnson et al., 2023)；而具备相关领域知识的受众，可借助已有

知识网络验证纠正信息的合理性，减少对熟悉感启发式的依赖(Ecker et al., 2020)。但这两项研究均采用年

轻健康群体作为被试，对特殊群体的调节效应探讨不足，且未考虑个体动机水平对调节效应的干扰。时

间因素也不可忽视：错误信息编码与纠正信息呈现的时间间隔越短，记忆更新效果越好；若错误信息已

形成稳固的长时记忆，单次纠正往往难以彻底消除其影响，需要多次间隔性纠正以强化真实信息的记忆

表征(Carpenter, 2020)。  

4. 假新闻的干预策略 

基于上述心理机制，学界提出的假新闻干预策略可分为反应性(Reactive)和前瞻性(Proactive)两类。 

4.1. 反应性干预：事后纠正与事实核查 

事后纠正通过提供事实真相消除假新闻影响，是应用最广泛的干预手段。事实核查机构通过专业验

证、追溯源头，以可视化报告等形式呈现纠正内容，但面临“造谣易、辟谣难”的困境，假新闻传播速

度远超核查响应速度，且“回音室效应”导致纠正内容难以触达核心受众(Allcott & Gentzkow, 2017)。单

纯罗列事实效果有限，若未填补认知缺口，受众可能因认知失调拒绝接受纠正(Lewandowsky et al., 2012)。
现有事实核查多聚焦于事实类假新闻的验证，对观点类、模糊性假新闻的核查缺乏有效方法，且核查报

告的呈现形式多为文字性内容。 
提升纠正效果需遵循三项原则：一是权威来源背书，科研院校、官方媒体等发布的内容可显著提升

接受度(van der Linden et al., 2020)；二是提供替代性解释，否定错误信息的同时给出符合逻辑的替代答案，

削弱持续影响效应(Lewandowsky et al., 2012)；三是优化呈现形式，采用“先真后假”叙事结构，通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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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可视化图表避免重复错误细节(Ecker et al., 2020)。 

4.2. 前瞻性干预：心理接种与预先驳斥 

鉴于事后纠正的局限性，心理接种(Inoculation Theory)受到重视。其类比生物疫苗原理，让个体预先

接触微量弱化的假新闻论点或误导策略，引导识别逻辑漏洞，激发认知抗体。与事后纠正相比，其核心

优势是防患于未然，避免错误信息先入为主(Basol et al., 2020)。 
相关干预工具已显成效：互动游戏《Bad News》让玩家模拟传播假新闻，学习识别误导技巧，可使

假新闻识别能力提升 20%以上，效果持续至少 3 个月(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针对健康类

假新闻的预先驳斥短视频，拆解伪科学话术，显著降低了受众对同类虚假信息的信任度(Van der Linden et 
al., 2021)，但这类干预工具多针对年轻群体设计，对中老年群体的吸引力与适用性不足，且其效果评估多

采用短期测量，缺乏长期跟踪数据。需注意，心理接种效果受文化背景调节，针对中国社会生活类假新

闻，需重点模拟道听途说，添枝加叶等本土化造假手法(陈婉婷，2024)。 

4.3. 准确性提示与行为模型 

准确性提示是轻量化干预策略，通过在分享界面设置“该新闻真实性您确认吗”等微妙提示，激活准确

性目标，将注意力从社交反馈转移到信息真实性上(Pennycook & Rand, 2021)。该策略非强制性、易推广，仅

在分享按钮旁添加提示，即可使假新闻分享意愿降低 15%~20%，且在不同群体中均稳定有效(Pennycook et 
al., 2021)。 

国内研究结合福格行为模型(FBM)，提出“动机–能力–触发”干预方案(陈婉婷，2024)：一是动机

提升，通过社会规范提示、道德认同强化，增强对准确性的内在追求(Brady et al., 2020)；二是能力增强，

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教授多方验证信源，识别逻辑谬误等实操技能(Kemp et al., 2022)；三是触发器优化，

在健康、财经等高危领域分享前，弹出针对性甄别提示。实验数据显示，基于能力的干预长期效果优于

单纯提示，可持续提升分享辨别力 4 周以上(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但该方案的实证验证多

为小规模试点，缺乏大规模推广后的效果评估，且对不同群体的方案适配性调整不足。 

4.4. 技术赋能与跨场景协同干预 

技术手段成为重要补充，内容识别层面，基于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可自动检测假新闻的情绪

性词汇、逻辑连贯性等特征，实现实时预警(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传播阻断层面，平台通

过算法调整降低可信度信息推荐权重，扩大权威信息触达范围，打破“回音室”(Van der Linden et al., 
2021)。例如，微博的“虚假信息标记”功能，结合用户举报和算法识别，对疑似虚假新闻进行流量限制

并引导查看事实核查结果。 
政府完善治理法规，明确平台责任；媒体强化“守门人”职责，建立严格审核流程(Johnson et al., 2023)；

教育将媒介素养纳入国民教育，培养青少年批判性思维(Kemp et al., 2022)；个体养成“先核实、后分享”

习惯。芬兰将媒介素养融入中小学课程，通过“新闻侦探”实践活动，显著提升了青少年对假新闻的抵

抗力(Yang et al., 2022)。 

4.5. 干预效果的评估与优化 

干预效果需从即时效应、持续效应、泛化效应三维评估(陈婉婷，2024)。单一干预存在局限：准确性

提示即时效应显著但易衰减，心理接种对特定类型假新闻效果突出但泛化不足，媒介素养教育效果持久

但起效较慢(Kemp et al., 2022)。需根据场景灵活组合：突发公共事件中优先准确性提示，权威纠正快速响

应，日常科普侧重心理接种，媒介素养教育长期培育(van der Linden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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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需适配本土化与个体差异，针对中国正性效价假新闻，需强化道德接受度引导，明确内容积极不等

于信息真实；对老年人、低教育水平群体，采用短视频、图文漫画等简洁形式，避免复杂逻辑推理(Roozenbeek 
& Van der Linden, 2020)。 

5. 结论 

假新闻的传播已成为数字时代亟待解决的全球性社会议题，其治理离不开心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

的跨学科协同发力。本文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系统梳理了假新闻分享的核心心理机制与多元干预策略，

结合中国文化背景的特异性展开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在心理机制层面，假新闻分享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准确性辨别力缺失、准确性忽视与动机性推

理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准确性辨别力不足是中国语境下假新闻传播的首要成因，而社交媒体环

境诱导的准确性忽视进一步放大了传播风险；与西方相关研究强调的群体立场驱动不同，中国网民的分

享行为更受新闻效价调控，为塑造积极社会形象的“积极性偏好”常使准确性让位于情感满足与道德许

可。在记忆纠正机制上，整合编码理论为合理处理错误信息提供了新视角，基于回想的提取过程与冲突

检测机制是实现有效记忆更新的关键，而纠正效果受信息可信度、个体认知资源与时间间隔的多重调节。 
在干预策略层面，单一手段难以实现长效治理，需构建“反应性–前瞻性–技术赋能”的干预体系。

事后纠正应遵循权威背书、替代解释与形式优化三大原则，规避熟悉度逆火效应；心理接种作为前瞻性

干预，需适配中国本土化造假手法以提升“认知抗体”针对性；准确性提示与福格行为模型结合的综合

方案，通过动机，能力，触发协同作用，展现出更优的干预效果，其中基于媒介素养教育的能力增强措

施，其长效性显著优于单纯提示。技术赋能与跨场景协同则为干预提供了规模化支撑，多方主体联动可

形成治理合力。 
本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假新闻传播的独特规律，为本土化治理提供了理论依

据与实践路径。但研究仍存在局限：未充分覆盖不同类型假新闻的机制差异，干预策略的长期跟踪研究

有待深化。未来研究应聚焦三大方向：一是构建整合性干预模型，实现不同策略的场景化组合；二是完

善假新闻易感性测量工具，开展跨人群、长周期的干预效果评估；三是完善假新闻易感性测量工具，开

展跨人群、长周期的干预效果评估。通过持续深化机制研究与优化干预实践，可为构建清朗网络空间、

筑牢社会信任基石提供更坚实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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